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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隐语行话作为民族共同语的社会变体 , 在历代社会和各个民族中都客观存在。它与特定的社会群体和民族

共同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群体性是隐语行话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民族共同语所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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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群体 ,是人类一切民族语

言和文化习俗得以产生及赖以传承的基础 。而人类

各民族语言中都客观存在的隐语行话 ,由于其固有

的社会民俗文化特色 ,较之于民族共同语 ,它与社会

群体的关系就显得更为密切。同时 ,隐语行话作为

民族共同语的社会变体 ,它与民族共同语属于同一

个民族语言系统 ,这便决定了它无论是在产生原因 、

形态结构和语用实践等方方面面 ,都与民族共同语

息息相关。

　　一 、隐语行话的社会群体性

　　(一)隐语行话与社会群体

隐语行话与社会群体的关系首先表现在它的群

体约定俗成性。“名无固宜 ,约之以命 ,约定俗成谓

之谊。”
[ 1]
人类任何语言要实现其交际功能 ,必须依

赖于社会的约定俗成 ,民族共同语是如此 ,而作为其

社会变体的隐语行话也是如此。当今社会有一些学

者认为 ,隐语行话是对民族共同语的扭曲 ,因此隐语

行话是非理性的 ,不是语言。但事实却是 ,隐语行话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千百年来 ,在古今中外 ,

它一直客观地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之中 ,一直以

音义结合的形式 ,以秘密信息符号的身份 ,作为特殊

的交际工具使用着。个中原因即在于 ,隐语行话在

社会群体性基础上所产生的群体约定俗成。

人类语言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 ,在特定的时空

之中 ,语言的社会约定俗成性超越语言的理性和规

范性 ,是一个经常发生的客观事实 。这是因为 ,人类

语言的产生 、传承等并不是以其方式 、途径等因素是

否合理为唯一条件的;相反 ,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

它是否具有社会约定俗成性 ,是否被其使用者所采

纳 、所承认 。隐语行话作为在特定社会群体内部交

际的符号系统 ,它之所以能产生 ,之所以能在某一特



定社会群体中作为交流信息的工具 ,就是因为 ,它不

仅是某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为自身利益创制的 ,同

时 ,它又得到了这一特定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和遵

循使用 。由此我们认为 ,隐语行话是建立在某一特

定社会群体全体成员共同认可的基础之上的 , 群体

约定俗成是其得以产生和传承的基本属性之一 。反

之 ,背离了在社会群体性基础上产生的群体约定俗

成 ,人类任何隐语行话都将毫无交际价值 。

在语用主体的层面 ,隐语行话与民族共同语不

同 ,它只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这便是隐语行话

在使用主体上固有的规定性 ,也是隐语行话在主体

分布上与社会群体的重要关系之一。其特征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隐语行话在语用主体分布上的多样性 。

绝大多数隐语行话 ,主要集中分布在包括具有一定

秘密性质的社会政治组织 、经济群团 、以及游艺竞

技 、职事行当组织等以职事行业和劳动生活为联系

而形成的具体业缘群体之中。当然 ,也有少数隐语

行话分布在以空间和地理关系而形成的地缘群体之

中;而在以血统或生理联系而形成的血缘群体中 ,隐

语行话则极为罕见。

人类社会愈发达 ,其业缘群体的结构相应亦愈

复杂。其中有集团性强 、秘密性高的政治组织 ,比如

我国近代社会的 “三和会 ”、“哥老会 ”、“青帮 ”、“红

帮 ”等;有形形色色的黑社会犯罪集团 ,比如古今社

会都有的地下群团 、流氓团伙 、吸毒贩毒团伙 、色情

赌博团伙等等…他们各自都拥有的那些具有严密的

封闭性 、具有极强规定性 、仅限于各自内部使用的隐

语行话系统 ,一般称为 “黑话 ”。在任何社会的业缘

群体中 ,更多的是那些秘密性和集团性相对较弱的

职事行帮群体 ,比如中外古今社会都有的衣 、食 、住 、

行等商业消费行业 ,木 、瓦 、石 、金等手艺工匠行业 ,

游戏杂技 、梨园曲艺 、巫卜星相等游艺竞技行业 ,以

及某些宗教民俗信仰团体等等 。他们也都有各自不

同的 、具一定规定性和封闭性 、主要限于群体内部使

用的特殊交际符号 ,我们一般把这类特殊交际符号

称作 “行话”或 “行业禁忌语 ”。

而分布在地缘群体中的少数隐语行话 ,由于其

集团结构性较松散 ,秘密性较低 ,因此其主体使用的

规定性也相对较弱 。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经学

者调查发现 ,在我国山西夏县县城以西二十里左右

的一个被称为 “言话区 ”的隐语区
[ 2]
就应当是一个

较典型的地缘群体隐语行话的代表。

第二 ,语用主体在规定上的复杂性 。由于 “社

会群体”是个较模糊的概念 ,它往往具有极大的弹

性;这便形成了隐语行话在使用主体规定上的复杂

性。即是说 ,同一群体中由于行当不同 ,其所使用的

隐语行话也不相同 。比如属于同一社会的刑事犯罪

群体 ,其中盗窃团伙的隐语与流氓团伙的隐语就不

相同 。再如属于同一社会的职事群体 ,其中商业消

费群体的 “药行 ”、“米行 ”、“杂货铺 ”、“典当 ”等行

业 ,由于各自行当不一样 ,它们不仅各自使用与本行

业有关的隐语行话不同 ,就是对同一事物所使用的

隐语行话也大相径庭;即便是同一相关行业 ,如 “线

行” 、“丝行” 、“绸绫行 ”、“故衣铺 ”等 ,它们对同一

事物所使用的隐语行话往往也大不相同 。仅以数字

隐语行话为例 , “线行”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

八 、九”为 “田 、伊 、寸 、水 、丁 、木 、才 、戈 、成 ”;“丝

行”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为 “岳 、卓 、

南 、长 、人 、龙 、青 、豁 、底 ”;“绸绫行 ”称 “一 、二 、三 、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为 “叉 、计 、沙 、子 、固 、羽 、落 、

末 、各”…在同一相关行当表现出极大地差异性和

复杂性。

　　(二)隐语行话是特定社会群体的标记

与人类其它语言一样 ,隐语行话也是一种有标

记的符号系统 。它是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为保守群

体秘密 ,为维护群体利益而创造 ,并在使用中经群体

约定俗成的结果。操某一种隐语行话的人 ,其言语

实践一定要符合该群体在特定时空的言语活动 ,才

能被该群体所接纳。换言之 ,隐语行话的使用者对

交际符号形式的选择 ,必须取决于该群体对该隐语

行话形式的社会评价。

首先 ,隐语行话的运用是该成员在其所属社会

群体中地位 、声望的标志之一 。因此 ,在所有秘密群

体内部 ,其全部成员都会刻苦学习 ,力图尽快学会并

熟练掌握该群体的隐语行话 。尤其是在旧社会的诸

行百业中 ,从师学艺的入门必修课便是学习该行当

的隐语行话 ,隐语行话是该行当成员的重要标志。

反之 ,如果不会该行当的行话隐语 ,即使有好的手

艺 ,往往也不会被同行承认 ,会被视为半路出家的

“柳生手” ,而遭冷落排斥 ,因此还需要拜师补学隐

语行话。

群体成员在学会隐语行话以后 ,大都会在一切

需要的时间空间中尽量实践展现 甚至会在群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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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尤其是常会对群体内的新手炫耀 ,以显高深莫

测 。这是因为 ,隐语行话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具

有相当大的潜在声望 ,群体成员掌握隐语行话的熟

练程度可以影响和决定其在该群体中的地位。这种

语用心态会更加增强隐语行话的群体标记性 ,群体

成员对隐语行话运用的从众 、模仿 、服从等自然更会

促进一种群体语言规范的形成 。从而使得所有群体

成员主动自觉地学习使用隐语行话 ,并将隐语行话

完全融入其习以为常的自然语汇之中 , 以致于当一

些秘密群团成员在使用隐语行话时 ,往往却不认为

自己是在讲隐语行话 。

比如:据司法部门记载 ,他们对一些盗窃团伙成

员进行调查审问:“你们常说哪些隐语黑话 ?”答:

“没有什么隐语黑话。”问:“偷钱包你们怎么说?”

答:“搓皮儿。”问:“衣服兜儿怎么说 ?”答:“上衣上

面两个兜儿叫 天̀窗 ' ,下面的叫 平̀台 ' 。裤兜儿

叫 地̀道 ' ,后面的叫 后̀门 ' ,又叫 `敌后武功队 ' 。

大衣 、西装里面的叫 夹̀皮墙 ' …”问:“公安人员你

们怎么叫?”答:“ 叫̀刺儿 '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 ,改 `

帽花儿 '啦。”问:“你们知不知道这些词儿都是隐语

黑话?”答:“这哪是隐语黑话? 我们那伙儿都这么

说 ,你不干这行不知道么 ,根本就不是隐语黑话 。”

再比如 ,按我国司法规定 ,刑事犯罪人员在收监

后是不允许再用隐语行话进行交际的 ,犯罪人员也

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再说了 。但是 ,在审讯时 ,往往只

要涉及到与群体内部相关的话题 ,犯罪人员仍然不

知不觉地说上了隐语行话 。例如 ,问:“跟你一起的

都是犯了什么事儿进来的 ?”答:“有`搓皮儿 '的(偷

钱包)、有 `挂马子 '的 (流氓)、有 `抹捎活儿的 '

(赌博),还有 砸̀窑的 ' (入室行劫),也有 挑̀皮的 '

(人贩子)”……

由此可见 ,在特定秘密社会群体内部 ,在每个群

体成员心中 ,隐语行话的确是一种约定俗成的 、根深

蒂固的社会群体标记 。

(三)社会群体是隐语行话习得和运用的特定

环境

在人类语言习得过程中 ,语言环境是一个很重

要的因素 。对隐语行话的习得者而言 ,特定的语言

环境显得尤其重要。因为隐语行话作为全民语言的

社会变体 ,其本身就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特殊语言现

象 ,因此 ,要了解 、掌握某行当的隐语行话 ,绝不可能

像学习全民语言那样拥有可随意选择的自然宽松的

语言环境 。隐语行话习得者的语言环境大都在相对

隐秘封闭的群体内部空间 ,是由秘密群团的性质决

定的 。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 ,隐语行话习得者要学

习掌握的是自己母语的变体 。在群体内部 ,不可能

有学习母语时那种规范的方法和科学的理论 ,有的

只能是群体内部成员在互动交际中的口耳相传。因

此 ,秘密群体这个封闭狭窄的语言环境便成了隐语

行话习得者的唯一选择;在与群体成员的互动交际

中辨析记忆那些曾经习得 ,但如今已被扭曲变形的

语言词汇 , 便成了隐语行话习得者最直捷的学习方

式。此外 ,隐语行话习得者还必须在群体成员中观

察 、了解包括隐语行话所涉及的背景知识 ,隐语行话

的应用特征以及有关隐语行话的评价心态等一切与

秘密社会群体相关的东西。

将特定社会群体作为隐语行话习得的唯一语

境 ,是绝大多数隐语行话习得者的根本途径 ,就是在

众多保密性较弱 ,集团性较差的职事群体中也是如

此 。由此可见 ,社会群体对于隐语行话习得而言 ,

它 “既是蕴含的知识 ,又是技力(能力)和评价判断

(价值目标)。”
[ 3]
隐语行话习得离不开特定的社会

群体 ,否则 ,便无法习得 。

同样 ,在言语交际的实践层面 ,隐语行话更离不

开特定的社会群体。换言之 ,隐语行话只有在特定

的社会群体之中才能实现其特殊交际工具的价值。

这是由隐语行话的秘密性特质 ,以及其生成原因和

使用目的所决定的 。俗话说:“宁给十吊钱 ,不把艺

来传 ,宁给一锭金 ,不传一句春(隐语行话又称 ”春

点 “)”。隐语行话是专供秘密社会群体内部成员使

用的交际工具 ,当然不能让外人知晓 。同时 ,这也与

秘密社会群体内部对隐语行话的社会评价有关。据

一份司法部门对盗窃团伙成员的调查记录载:“离

开我们那伙人就不说了 ,回了家更不说 ,要是我爸爸

的上衣口袋儿里的钱快掉出来了 , 我肯定不会说

天̀窗里 ' (上衣口袋儿)的 `鬼面子 ' (钱)跌出来

了 ,我就说 `口袋儿里的钱跌出来了 。'离开我们那

伙人 ,又不说这些事情 ,根本也想不起来说隐语黑

话。也不敢说 ,又不是好事情 ,又不是好话 。”显然 ,

隐语行话的交际使用和隐语行话的潜在声望都离不

开其特定的社会群体。

　　二 、隐语行话的民族性

(一)民族共同语是隐语行话构成和运用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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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人类符号学的奠基人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

·德·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理论认为 ,隐语行话

是一种供特定集团和群体内部交际的特殊符号系

统 , 它与民族共同语的内在联系机制突出地表现

在:隐语行话符号对民族共同语符号形式音 、形 、义

的价值取向 。隐语行话符号的构成形式看似苟且随

意 ,毫无理性可言 ,其实 , 在这种 “无理 ”的任意性

中 ,仍隐涵着某种潜在的可循规律。即是说 ,隐语行

话符号的创制者在对其符号的能指成分音 、形 、义各

因素的选取使用上 ,仍然潜意识地遵循着他们自幼

耳濡目染 ,习以为常的民族语言习惯和民族语言结

构规律 。这也是隐语行话脱胎于民族共同语 ,并在

其符号的各个构成元素上所凸显的民族性 。

与民族共同语一样 ,隐语行话也是一种以语音

为物质外壳的符号系统 ,语音是构成隐语行话的基

本要素之一。构成隐语行话的语音要素来自何处

呢 ?任何隐语行话的创制者都不会 、也不可能在民

族共同语语音系统以外另起炉灶 ,自制一套语音系

统 。他们都是按各自的语言习惯 ,按各自的实际需

要 ,随意地在现存的民族共同语语音系统中选取使

用 。具体而言 ,隐语行话的创制者常常是通过一系

列的语音手段 ,比如谐音 、反切 、切口等 ,使民族共同

语的语音形式扭曲变形而构成隐语行话。这诚如赵

元任先生所言:“全部说话都能改变的 ,大概都是利

用音的变化 。一种语言的音素无论怎么繁复 ,比起

词类来总是少好些倍;论语音上辨得出的音素一个

语言至多不过有百把来个 ,论音韵上的音类或音位 ,

至多不过几十个 。所以 ,只要对于音上有了一定的

改变法 ,就可以把随便什么话机械的一改变全成了

秘密语了。”
[ 4]

据统计 ,在改变民族共同语语音形式而构成隐

语行话的众多手段之中 ,利用 “反切 ”这一传统的拼

音规则去创造无限的隐语行话是最为常见的方式 。

比如赵元任先生在 《反切语八种》中介绍北平流行

的三种反切语:“mai-ka”式 、“ mei-ka”式 、“man-ta”

式 ,以及昆山流行的反切语:“mo-pa”式和广州 、东

莞 、福州等 地流行的反切语:“la-mi”式……
[ 5]
它们

都是利用了汉民族共同语的语音特征 ,特别是声韵

可以分开组合的特点而形成的。此外 ,隐语行话中

的 “切口语 ”是利用在民族共同语音节的基础上增

加音节(或韵母)的方式构成的 例如山东即墨的

一种被称为 “瞎子语”的隐语行话即如此 。它是在

民族共同语原音节前增加一个音节 ,新增音节的声

母与原音节声母相同 ,韵母则根据原音节韵母的开

齐合撮分别变化。而隐语行话中利用谐音构成的隐

语行话 ,则主要是采用民族共同语中的同音替代方

式 ,例如 ,称扒手为 “钳工” ,即以能指成分 “钳 ”谐

所指成分 “钱 ”。综观古今汉语隐语行话的语音形

式 ,几乎都是用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材料声 、韵 、调构

成的 。它们在对语音材料的选取和结构规则的运用

上 ,都是不自觉地与民族共同语语音的基本规则保

持一致 。

汉民族语言的书写符号汉字 ,与隐语行话的关

系尤其源远流长。我们今天能见到的那些林林总总

的各类隐语行话 ,都是由汉字记载而流传至今的。

虽然按现代语言理论严格说来 ,语音才是语言的物

质外壳。但在中国传统语言文化观念中 ,人们一直

习惯于把汉字视为汉语的形式 。那是因为 ,汉字不

同于人类其他民族语言中的拼音文字 ,具有四千多

年历史的汉字 ,是人类社会保留至今的唯一的表意

体系文字 。一个独特的方块符号 ,浓缩了包括语音 、

语义在内的所有语言因素;蕴含着造字者的思维 、心

理 、行为等一切主体文化观念;运载着不同时空的使

用者赋予它的丰赡历史文化积淀。在源远流长 、博

大精深的华夏历史文化中 ,除耳口传承的口头文化

传说外 ,那些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化典籍 ,无一不是用

汉字记载而流传至今的 。自幼便习汉字 ,书汉字 ,终

生以汉字为交际工具的炎黄子孙们 ,已经在其思维

方式 、价值观念 、心理态式等文化行为上 ,完全习惯

了汉字给予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因此 ,在民族传统

文化观念中 ,汉字就是汉语的形式 。在把思想情感 、

概念意义物化为语言形式的价值取向上 ,除口耳相

传的语音形式外 ,更多的是以汉字为物化形式 。汉

民族共同语是这样 ,隐语行话也是这样 。早在数千

年前 ,汉语隐语行话就与汉字融为一体了。再从隐

语的使用看 ,尽管隐语行话是以口耳相传为其主要

的交流形式;但在实际交流中要将其传之异地 、垂之

后世 ,就必须借助汉字这一书写符号。可见 ,汉字是

隐语行话生成和使用的重要因素 。

至于民族共同语与隐语行话在用字取义上是否

存在密切联系 ?目前 还是一个有争议 、有分歧的问

题。传统观念认为 ,隐语行话能指成分的构造是随

意的 其采用的能指成分与所指词义之间毫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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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这并不是隐语行话构形用字的全部取向 。综

观古今隐语行话 ,我们不难发现 ,其中还有相当一部

分的构形用字是以该字字义为本位的 ,即是说 ,在选

择这类隐语行话的文字形式时 ,究竟取用哪个汉字

形式去记录其所指成分? 人们往往还是会自觉不自

觉地考虑到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义关系的。例如 ,

称丈夫为 “盖老 ”,妻子为 “底老 ”,从其表层形式视

之 ,能指成分 “盖 ”“底” “老 ”三字 ,与所指成分 “丈

夫 ”、“妻子”之间 ,的确是 “字无意义 ”,纯属任意取

用 。但是 ,深入到汉民族思维心理 ,民俗习惯等隐型

文化层稍加思索 ,我们便会发现 ,问题并非那么简

单 ,它们在深层次上是有意义联系的 。大家知道 ,在

汉语共同语和不少地域方言中 ,天为盖 ,盖在上 ,地

为底 ,底在下;而华夏民族传统文化观念也认为:天

为阳 ,阳在上 ,男为阳 ,男在上;反之 ,地为阴 ,阴在

下 ,女为阴 ,女亦在下 。可见 , 隐语行话称丈夫为

“盖老 ”,称妻子为 “底老 ”并非苟且随意 ,毫无理

据 ,而是有深厚的民族语言文化作为其生成底蕴的 。

至于将民族共同语和不少地域方言中称成年人的

“佬”改变为 “盖老 ”、“底老 ”的 “老 ” ,其间的意义

关系更是十分显豁自然的。可见 ,汉民族共同语与

部分隐语在用字取义上是有紧密联系的。这是因

为:隐语行话创制者的思维观念等早已与其自幼使

用的汉字融为一体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定

势 。

在语义方面 ,民族共同语与隐语行话的关系主

要表现在:隐语行话构成的主要途径之一 ,是对民族

共同语中常用语义的扭曲 、变形 。换言之 ,是通过一

系列具体的修辞手段诸如:比喻 、借代 、比拟 、摹绘 、

婉曲等对民族共同语的语义进行随意的特殊解释 ,

从而构成隐语行话 。例如:通过借代把上衣口袋称

为 “天窗 ” ;通过比喻把男女交媾称为 “拿蚌 ”;通过

比拟把电话称为 “快嘴 ”……这类隐语行话都是在

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们与民族共同语语

义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语用上 ,隐语行话与民族共同语的关系更为

密切。隐语行话在具体交际中离不开共同语言 ,它

必须借助民族共同语的语法模式 、言语规则等去达

到交际的目的。可以说 ,只有在民族共同语的基础

之上才可能实现隐语的使用价值。古今无数语言事

实告诉我们 ,任何秘密群体中的每一个隐语行话使

用者 ,几乎都具有 “双语 ”的能力。即是说 ,在勿需

使用隐语行话的日常生活场境中 ,他能和常人一样

使用民族共同语;在秘密群体内部需要运用隐语行

话进行交流的时候 ,又能运用自如地将隐语行话和

共同语按需要配置表达 。具体而言 ,在隐语行话的

运用方式上 ,语用者常常是将隐语行话掺和 、镶嵌在

共同语的言语链中 ,以部分隐语行话替代民族共同

语 ,同时借助民族共同语的语法模式 、言语规则等去

达到交际的目的。一般情况下 ,在一个大的语段中

孤立地运用隐语行话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隐语行

话大都不能脱离其所衍生的母语 ,不能游离或超越

母语而孤立存在 。这是因为 ,隐语行话这一特定符

号系统的根本机制在于:它是民族共同语的社会变

体 ,是以民族语言思维为基础而创制的 。

　　(二)隐语行话是民族共同语的衍生物

首先 ,从语言的结构层级上审视 ,在人类各民族

语言结构体系中 ,众多的语言类型并不是处在同一

个平面上 ,它们之间总是呈现出随时变迁的层级差

异。我们从民族语言生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看出

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由使用范围特别狭小的氏

族语发展融合而成的部落语 ,无疑应是民族语言的

基础层级;在部落语内部发展变化而产生的共同语

和众多地域方言 ,是民族语言结构体系中的主体部

分 ,是中心层级;而在民族共同语和地域方言的基础

上 ,由于社会结构因素而形成的社会习惯语如隐语

行话等 ,则是附着在民族共同语这一主体上的子系

统。换言之 ,隐语行话是以其 “母语”———民族共同

语为本位的 ,是其 “母语 ”的衍生物。故而 ,在民族

语言结构体系中 , 隐语行话又被称为 “语言的语

言”。

同时 ,隐行话语与民族共同语又具有对立互补

的关系。这表现在隐语行话与民族共同语在局部上

是对立互补的:民族共同语开放公开 ,隐语行话封闭

隐密;民族共同语规范系统 ,隐语行话较随意庞杂;

这是两者的对立性。不过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客

观存在的交际工具 ,两者又存在互补性 。人类社会

本身是纷繁复杂的 ,秘密社团 、地下群体以及主体的

避讳禁忌心理等在任何社会都是一种客观存在 ,它

们对隐语行话的需求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社会主体诉

求。但是 ,民族共同语却无法在这一特定领域完全

(下转第 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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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地发挥其交际工具的作用 ,而隐语行话的形成

和使用 ,则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 。此外 ,两者的互补

性还表现在:隐语行话在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上生成 ,

民族共同语为隐语行话的生成提供了音 、形 、义等物

质材料;而隐语行话呢 ? 它与共同语之间并无不可

逾越的鸿沟 ,一些隐语行话在某一秘密群体习相沿

用之后 ,久而久之 ,会渗透到其它特定的社会群体 ,

或进入特定时代的文学戏曲语言 ,并以此为过渡 ,逐

渐进入民族共同语或地域方言 。隐语行话这种通用

化传承 ,在局部上促进了民族共同语的发展。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第一 ,隐语行话生成于特

定的社会群体 ,运用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秘密社

会群体内部 ,隐语行话具有交际工具的一切价值和

功能 ,反之 ,离开了特定的社会群体 ,便会失去其价

值与功能。因此 ,社会群体性是隐语行话赖以存在

的社会基础。第二 ,隐语行话的构成元素全部取自

于民族共同语 ,隐语行话只有在民族共同语的基础

之上才能有效运用。离开了民族共同语 ,隐语行话

的构成与运用便成了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因此 ,民

族共同语特有的民族性是隐语行话得以生成及有效

运行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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